宗教与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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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11”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在海外倡导所谓宗教自由、或推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已成为自越南战争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本文结合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就宗教对当前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一基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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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以来，由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宗教对美国政治的这种显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在外交政策上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在国内政治上则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为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舞台，“价值观选民”和“400万白人福音派选民重回投票站”，被认为是共和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然而，“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至今已有10年，不仅国际上对该法案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美国国内以及不少法案的当事人对法案实施的得失、尤其是对该法案是否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也有不少检讨和争论。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一举重获总统职位以及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所谓宗教差距（religion gap，即经常上教堂的选民更倾向于投共和党的票以及共和党得到更多宗教选民的支持）大大缩小，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能量也受到质疑。

本文主要讨论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所呈现的若干趋势，并结合2008年美国大选来分析美国宗教格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美国内政和外交以及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1、 宗教在当前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趋势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大众的偏好，但美国传统外交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除个别例外，上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一般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尤其是冷战时期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考量所致，同时，宗教团体议程过于广泛，缺乏目标、共识、专业知识和游说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持先知式不妥协的道德立场，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均增加了宗教在美国国际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归纳起来，目前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以下或隐或显的七个趋势。
立法化（或国会化）趋势：主要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他主要由宗教团体推动的立法倡议如“2002年苏丹和平法”、“贩运受害者保护法”、“2003年朝鲜自由法”、“2004年朝鲜人权法”等，其中“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从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外交史来看，宗教因素的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1911年美国国会因犹太人问题废除俄美商约、1973年美国国会针对苏联犹太人问题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以及国会通过上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等三大事件上，在此三大事件中国会在代表宗教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都起了主导作用；
机构化趋势：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CECC)等，建立了在全球范围报告宗教自由问题，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有选择制裁等机制，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已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
国际化趋势：指以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的形成。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是由关于宗教人权的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公约/条约、各种旨在促进所谓宗教人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际宗教和人权政策等组成的庞大国际机制和网络。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我国便采取了结合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手段的“多管齐下”的态势；
草根化趋势：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新人权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老人权运动或传统人权建制不同，新人权运动是草根运动，背后是所谓宗教美国（其中基督教福音派便号称有5000至8000万信徒），政治动员走国会路线；而老人权运动则主要是精英运动，政治游说基本上走传统外交路线。“新人权运动”具有极强的基层动员能力，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评价说，美国“宗教保守派创建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最大和组织最好的草根社会运动”；

联合或联盟化趋势：指美国宗教组织在宗教自由议题上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国性或跨国性的盘根错节的所谓倡议者网络，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以造成更大声势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加压力, 如近年来致力于反对所谓苏丹政府宗教迫害的“达尔富尔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就曾拥有180多个成员组织，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些宗教组织，这些成员组织遍及美国的社区教会网络为该运动提供了民间政治动员的巨大资源，而其广泛的跨国联系又为该运动的国际活动提供了渠道。目前美国关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立法，主要就是由这些宗教联合组织或立法联盟所推动的。如倡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宗教右翼团体，就利用该议题在美国高度的敏感性广泛结盟，“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
 成功地将其外交政策议题“主流化”，从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媒体化趋势：指宗教人权运动不走传统外交路线，除动员基层外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就是诉诸媒体，尤其是诉诸进入“门槛”较低的网络媒体，这使其在获取各种信息、影响政治议程和信众政治选择方面具有更多的途径和更强的能力，而所谓宗教自由议题本身也具有极大的媒体效应。这些均使所谓宗教自由问题溢出传统外交渠道，缩小了传统外交建制的运作空间，从而使宗教问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更具对抗性；
安全化趋势：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鼓吹“宗教自由即促进国家安全”的“宗教自由和平论”，把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与“反恐怖主义”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等量齐观。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 法尔（Thomas F. Farr）在2008年3/4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上就再次呼吁美国外交应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
 目前在美国，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倡导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
目前美国朝野对宗教问题在其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看法渐趋一致，关注国际宗教自由似已成为自越战以来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以及晚近“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
 就美国而言，“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社会政策化（即关注公共或社会政策议题）与反映宗教团体和信徒大规模介入外交领域特征的所谓国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的某种结合。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上述趋势，便具有“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宗教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的作用

2004年大选共和党大获全胜，作为支持共和党的最强有力选举集团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似乎已经见到了其政治抱负上的“应许之地”，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爱家”(Focus on the Family)的詹姆斯·C.多布森（James C. Dobson）等在共和党内得到“总统制造者”的礼遇，有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基督教福音派与共和党的联盟可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但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布什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Carl Rove）在2004年大选中利用宗教选民呼风唤雨的政治魔力不再灵验。在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不仅在几乎所有具有不同信仰程度的选民群体中，
而且在几乎所有宗教团体中的得票率均较2004年大选有所提高，使两党选战中的“宗教差距”明显缩小：

2000至2008年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得票率（根据宗教归属）
	
	  2000年（%）
戈尔  布什
	2004年（%）
 克里 布什  
	2008年（%）
奥巴马 麦凯恩
	民主党得票率：04-08年

	得票率
	48    48
	48    51
	53    46
	+5

	新教徒
	42    56
	40    59
	45    54
	+5

	白人新教徒
	35    63
	32    67
	34    65
	+2

	    福音/重生派
	/     /
	21    79
	26    73
	+5

	非福音派
	/     /
	44    56
	44    55
	0

	天主教徒
	50    47
	47    52
	54    45
	+7

	    白人天主教徒
	45    52
	43    56
	47    52
	+4

	犹太教徒
	79    19
	74    25
	78    21
	+4

	其他信仰
	62    28
	74    23
	73    22
	-1

	无教会归属
	61    30
	67    31
	75    23
	+8


资料来源：2000, 2004, 2008 National Exit Polls, http://pewforum.org/does(Nov. 12, 2008).
两次选举的巨大落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能量是否已开始下降？美国的宗教保守派是否已经过气，其政治势力由盛转衰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这些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虑：一是2004年以来美国政局的变动，宗教已不再成为政治选战的重大议题；二是基督教福音派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左倾趋势，其与共和党的长期政治联盟出现松动和裂痕；三是民主党开始“拥抱宗教”，“讲宗教”不再是共和党的专利。

首先，宗教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作用突出，因此该选举年有“价值观选民年”之称。但由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2007年夏又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经济和社会问题超过伊拉克战争而成为总统选举年的头号问题。在2004年大选中宗教保守派的三大议题——反对同性婚姻、堕胎和干细胞研究——对其政治动员已不再有效，2008年成为“经济年”或“金融风暴年”。就大选议题而言，大选前后各种民调表明，美国选民认为经济、能源与油价、医疗保健、反恐、伊拉克战争等依次为2008年大选最重要的议题, 其中经济被所有宗教团体中列为头号议题；与此同时，美国一般选民把堕胎和同性婚姻列为2008年大选最不重要的问题，连白人福音派也未把此两个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五大议题之一。经济社会问题的彰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大大压缩了共和党和宗教保守派运作所谓道德问题的政治空间。                                                                               

第二，宗教保守派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向左转以及福音派--共和党联盟的松动既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的原因。就短期原因而已，共和党的道德和贪腐丑闻、布什政府在推进福音派议程上言行不一，福音派感到被利用和受欺骗，以致使长期以来被视为共和党基本盘的基督教福音派在2006年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投票日“守斋”。如卡尔·罗夫就认为，有超过400万每周去教堂不止一次并在2004年大选中投票的福音派人士在2008年未去投票站。
伊拉克战争也是导致福音派不满的重大原因，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重要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甚至还提出基督教福音派是否应为他们迅速支持入侵伊拉克一事“忏悔”的问题。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经历了自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以来在政治上的第二次幻灭。

就中、长期原因而言，基督教福音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觉醒”，至今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已达30年之久。30年前把基督教福音派带入共和党并实现其政治右转的老一代福音派领袖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全面展开。新一代的福音派领导人拒绝旧的政治标签，刻意与共和党保持距离，开始使“福音派世界”摆向温和或中间立场。基督教福音派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反映了该派社会地位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中，被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都市化或市郊化程度有明显提高，社会意识增强，他们虽仍支持福音派传统议题，但保守福音派领袖年复一年、每周必弹的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所谓文化战争老调已不再能引起他们最大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所谓中产阶级议题，政治议程有所扩大，涉及反战、环境保护、移民、全球贫困等社会问题，出现“绿色环保基督教”等新福音主义思潮。事实上，全球变暖等问题已成为引起福音派领导层内部严重分裂的问题。2008年5月7日，80多位温和福音派宗教领袖在华盛顿签署的《福音派宣言》（An Evangelical Manifesto）中，宣称基督徒应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否则福音派信仰将失去独立性而沦为政党的工具。
但一些基督教保守派领袖看不到或不能适应福音派社会基础的变化，仍将福音派与共和党捆绑在一起，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福音派群众，尤其是失去更愿意成为独立选民并更倾向于支持奥巴马的福音派青年的支持，使福音派的内部分歧不仅以领导层内部、而且以领导层与基层信徒分歧以及新老福音派之间“代沟”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保守福音派领袖重蹈多年前基督教自由派的覆辙，成为“渐失士兵的将军”。

第三，民主党“拥抱宗教”，争取福音派选票，也是福音派与共和党的政治联盟出现松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大选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再度严重失分，克里(John Kerry) 身为天主教徒却不能获得多数天主教选民的支持。民主党领导层痛定思痛，达成共识不再把“道德大旗”拱手让与共和党，改变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放弃白人教会的做法，从基层党组织到全国机构开展了该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拉票行动。民主党“拥抱宗教”被媒体和政治评论家渲染为“民主党宗教大觉醒”和“新道德多数派”的崛起，宗教左翼/进步派的政治复兴是2008年大选在宗教领域的主要特点。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在积极修复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多年来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均因堕胎问题疏远天主教徒，而本次大选前后民主党领袖谋求在移民、最低工资到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结盟，而天主教会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拉克战争，也加速了此种修复过程。2008年大选民主党在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从4年前比共和党少5个百分点到反超7个百分点，再次表明天主教徒是美国政治中最大和最典型的摇摆选民团体。而把重点从动员基本盘转向争取摇摆和独立选民尤其天主教选民被证明是本次大选民主党成功的选战策略之一。
3、 宗教对大选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基督教福音派内部的分化以及民主党的“宗教觉醒”，使一度似牢不可破的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联盟之间出现裂痕，以致该党推不出可同时被经济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福音派草根信众和上层领袖接受的像当年小布什那样的理想候选人。《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早在2007年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基督教福音派“没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没有团结的领导层，并且看来甚至还不再拥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因此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已“日暮途穷”。

因美国正面临严重经济危机，2008年大选在宗教上是“小年”，宗教议题不可能像4年前一样成为引起社会分裂的楔子问题（wedge issues）。不过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表明福音派在政治上已经“过气”，2008年大选也不一定就是对保守福音派权力建制的“公信力测试”，选民不按所属宗派而按信仰程度进行投票的趋势在未来仍将继续，事实上民主党“拥抱宗教”恰好是基督教福音派力量的显示：正是基督教福音派持续30年的政治影响力把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测验加之于当今美国的总统选举。基督教福音派摆脱与共和党联盟的羁绊，反而使其获得更多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其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其他势力就各种福音派议题组建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并因此有可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
就两党宗教差距而言，尽管2008年民主党的宗教拉票行动取得成功，尤其在争取天主教选票方面，但宗教差距依然存在：首先，民主党在本次大选提高了在白人新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中的得票率，但整个格局依然是“红肥蓝瘦”，共和党在这两个选民团体中仍拥有巨大优势；其次，宗教议题在本次大选中的重要性降低，但仍出现在不少州的选票上。在本次大选中，加州、佛罗里达和亚里桑那三州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同性婚姻，使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达到29个，而禁止同性婚姻是近年来宗教保守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第三，民主党的“宗教觉醒”或“宗教皈依”也有相当大的局限：一方面宗教保守派并不买帐，
而且民主党长期以来排斥宗教的“负面”形象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和本次大选获胜，依靠的主要是宗教自由派和通常不上教堂的选民，这使党内权力建制中的不少人对本党讨好福音派选民的做法和新近的宗教关注持怀疑态度。 
与两党宗教差距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战争问题。鉴于本次大选社会道德问题重要性下降，有论者认为美国社会宗教左右两翼之间的“文化战争”已经偃旗息鼓。对此可作以下分析：首先，美国宗教格局不是简单的左右双峰对峙，红蓝两大阵营的对立并没有文化战争论者所形容的那么严重，故被称为“文化口水战”。
虽然“文化战争”可能对美国宗教左右两翼各10%至15%的选民而言确实存在，但绝大多数宗教选民是中间派，无论在神学还是在政治上均呈现极强的多元性，有学者就将美国宗教选民按神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差异划分为12个不同的部落；
 其次，对文化战争也有界定问题，如把文化战争界定为文化/经济大众主义与文化/经济精英主义之争，或容他性的政治文化与排他性的政治文化之争，那么文化战争论对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在这里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也有交叉：被认为代表经济精英主义的共和党标榜代表文化大众主义，而标榜经济大众主义的民主党则被认为代表文化精英主义；第三，奥巴马作为黑人竞选及当选总统，本身就可被视为某种文化战争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堕胎、同性婚姻等宗教价值观问题才取代“肯定性行动”等种族问题成为所谓文化战争的首要问题。总之，2008年大选美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尽管并非硝烟弥漫，但也远不是风平浪静。
对共和党而言，自里根政府以来共和党的政治基础或所谓里根联盟被比喻为三条腿——即支持强大国防、低税收、保守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三股势力——的板凳。2008年大选表明此三条凳腿开始摇晃，党内此三股力量并未形成合力。在本次大选失利后共和党要想翻盘，在政治上就要做加法，除重回其政治基础外，还需争取“关键投票团体”如青年选民和拉美裔美国人等的支持。然而本次大选政治上最大的输家之一是美国南部，民主党无需像过去那样实施迁就该地区保守势力的“南部战略”照样能赢得大选。过去数十年来共和党的“南部化”以及南部在美国政治上的边缘化，缩小了同样以南部为重心的共和党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活动空间，使共和党与基督教福音派一样，也面临着在不过分倚重对方的情况下重组和扩大其政治联盟的难题。
目前，宗教势力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尽管受到各种传统因素的制约，如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传统、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以及宗教团体内部纷争的传统等，但它已成为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司利益和战略考量的为数极少如非绝无仅有的重要平衡力量，并且使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成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目标。就对华政策而言，目前美国朝野已形成两个比较明显的共识或意见一致：一是推进所谓海外宗教自由, 在目前美国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现行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会减少个人色彩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民主党的“讲宗教”和在中期选举及本次大选的获胜加强了目前国会已经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宗教人权联合体，加上奥巴马当选后府院并轨，这将使中国在宗教人权和经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其中经贸问题将更为突出，这一点与其内部有足够强大的企业利益来平衡其宗教利益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同；二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把美中关系视为当前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两党共识以及此种共识的日益机制化，尽管此种中美关系两党共识通常采取在野与在朝前后不一、前倨后恭的方式。就上述两种共识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即中美关系两党共识对前者即所谓宗教自由两党共识形成牵制，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搅局而非决定性因素；但在特殊情况下，宗教团体通过诉诸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并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产生有效和实质性的影响。宗教问题在中美两国均具有高度敏感性。从1949年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以来宗教问题就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就目前而言宗教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对两国关系的走向具有指针性作用。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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